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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长期执行和社会现代化共同建构的低生育文化，
已然削弱了父母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对子女产生的影响，生育政策的不断调
整又加剧了这种代际联系的复杂性。而以教育水平为主要表征的社会性因素，
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基于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
调查，论文对２０ － ３４岁１９５８个样本的数据分析表明，父母的生育率与子代的
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但代际传递的影响已逐渐式微，而受教育水平在父代生
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家庭场域对年轻人生育意愿
的影响力大为减弱的情况下，支持生育的社会建构可能是提升年轻人生育意愿
的主要途径。三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政府启动了新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
但生育政策仍需在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育儿－工作平衡上进一步拓展，从收
入稳定性、弹性工作时间、托育服务和多样化公共服务等方面缓解生育和养育
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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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２１世纪以来，生育意愿再次进入学者和决策者的研究视域并持续至今，
既缘于现代社会个人的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及结果具有更强的预测性，也缘于
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已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水平，及时破解低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
是制定有效生育支持政策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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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等结构性因素（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１９８３；Ｍｕｃｈｏｍｂ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Ｖｉｔａ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父母经济地位和家庭规模、兄弟姐妹生育数量、家庭亲密度与出生顺序
（Ａｘｉ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Ｈｅｎｄｅｒｓｈｏｔ，１９６９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９８０；黄静、李春丽，２０２２；
王晶、杨小科，２０１７）等家庭因素，以及年龄、受教育水平（Ｂｒａｃｈｅｒ ＆ Ｓａｎｔｏｗ，
１９９１；Ｌｉｅｆｂｒｏｅｒ，２００９）等个体因素层面探讨生育意愿的形成过程，并构建了若
干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其中，父母的生育观念及行为既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的生育文化，也体现了作为重要社会化场域的家庭对
个人的深刻影响，因此常被视为形塑子代生育意愿的重要变量。已有研究普遍
认为，生育意愿和行为是代代相传的，父母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会传递给子女
（Ｋｏｔｔｅ ＆ 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１１），父母的生育率越高，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
意愿就越高（Ｂｏｏｔｈ ＆ Ｋｅｅ，２００９；Ｍｕｒｐｈｙ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９８０），
而且通过家庭传递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也符合主流社会的行为倾向（Ａｎｄ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在低生育文化的长期影响下，目睹了父辈
拥有较少孩子的子代，则倾向于延续这种意愿和行为（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换言之，当下年轻人的低生育意愿是其在儿童数量不断减少的环境中的社会化
结果（Ｓｏｂｏｔｋａ，２００９）。这种存在于父辈与子代之间在生育领域里的逻辑联系被
称为“生育文化代际传递假说”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Ｂｏｏｔｈ ＆ Ｋｅｅ，２００９）。该假说认为，父母的生育观念及行为与子女的生育意愿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理想家庭规模在代际之间也具有较为一致的关联性。中国
学者也常以生育文化代际传递假说诠释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并将其视
为导致“低生育率陷阱”的重要机制之一（王军、王广州，２０２２；吴帆，
２０２０）。中国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情境和制度导向，父母的生育观念及行
为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限制性
政策，从约束到激励的生育政策转变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情境下生育文化代际传
递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特殊的政策背景下，父辈的生育观念及行为对子代
生育意愿的影响表现出更为多元的影响路径：其一，父母生育子女数越多，子
代的生育意愿越强（张超、周国红，２０２２；许皓玮，２０１８；于潇、梁嘉宁，
２０２１）；其二，父母的生育观念对子代的性别偏好有影响，对生育数量无影响
（宋健等，２０１８）；其三，父母和子代之间的生育观念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父
代向子代施加压力以维持其在生育场域中的地位，而子代会加以反抗，且一般
男性会动用经济资本抗衡，女性会动用身体资本抗衡，进而重塑父代的生育观
念（吴帆、冯丽琴，２０２０）。

虽然“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在中国社会盛行了几千年，但却被实行了３０
余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瓦解。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化重新建构了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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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低生育文化。年轻人的父母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时代，其生育水平远远低
于他们的父母一辈。进入２１世纪，在家庭场域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力进一
步减弱的情况下，政策环境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越来越深远。有研究指出，
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会受到其所处计生政策环境的影响（曹立斌、石智雷，
２０１７），并且政策能够直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但不同政策框架的效果有所不
同（张书维等，２０２１），而三孩政策的出台则意味着新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进一
步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生育意愿代际传递的家庭场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整整两代人的背景下，以及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社
会环境中，生育意愿是否仍具有代际传递性？是否存在改变低生育意愿政策介
入的可能性？生育支持政策如何介入其中，才能形塑更为友好的政策环境？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６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１７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三孩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但是，
对于普遍流行的超低生育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的当代中国而言，
上述问题仍值得政策制定者深入研究和思考。在三孩政策放开的当下，深入解
析中国年轻一代低生育意愿的系统研究迫在眉睫。尤其是在新的人口发展阶段，
厘清哪些因素对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具有更实质性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把握驱
动生育意愿变化的核心要素，也有利于研判三孩生育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为此，
本研究重点考察父辈生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的关联，解读年轻人生育意愿影响
因素是否存在转向及其政策意涵，以明确哪些具体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扭转年轻
人的低生育意愿更具效果。

二、生育意愿的社会构建和家庭场域

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深受生育文化社会建构和家庭场域的影响。生
育意愿的社会建构是指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生育意
愿社会规范，在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时代，生育意愿的社会建构在本
质上就是政策建构。生育意愿的家庭场域是家庭内部的生育文化和生育偏好，
这种生育文化和生育偏好具有代际传递性。社会建构是家庭场域的基础，家庭
场域是政策建构影响的重要路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建构与家庭场域具
有完全一致性。因为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对不同家庭或个人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并且，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和家庭场域对不同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
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异。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家庭场域中完成
的，并且因为活动空间和社交范围非常狭小，很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
传统社会的家庭场域与社会建构能够保持高度一致性，并且使家庭场域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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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的约束力。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结构刚性，现代社会体现为一种弹
性结构，个体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由空间，这意味着社会文化结构
的弹性越大，人们的观念及行为差异就越显著。另一方面，年轻人更容易受新
文化社会建构的影响，而滞后于新文化社会建构的家庭文化场域对年轻人的影
响则会被削弱。基于美国、法国等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因素虽然对
生育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关系已经非常微弱（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Ｓｔｏｋｅｓ，１９７６；
Ｍｕｒｐｈｙ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Ｂｅａｕｊｏｕａｎ ＆ Ｓｏｌａｚ，２０１９），而教育水平等社会因素对年
轻人生育的影响更加明显。相比于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受过高中教育且有工作
经验的中国台湾育龄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下降０ ７个（Ｓｐｅａｒ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３），
而高等教育使得女性的生育数量显著下降３０％左右（朱州、赵国昌，２０２２），
生育养育成本和文化观念已经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刘卓、王学义，
２０２１）。Ｆｅｒｎｎｄｅｚ和Ｆｏｇｌｉ （２００６）运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ＳＳ）数据，结果
显示，相较于家庭因素，文化因素对育龄妇女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在
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对年轻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
影响力要大于家庭场域的影响力。

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假说是建立在家庭场域基础之上的，相对忽略生育文
化的社会建构对年轻人的直接影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个体主义的盛行，
父母价值观对子代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且随着子女的成长，子代也更容易形
成独立于父母价值观且契合个人偏好的生育意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代
生育行为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强度可能会下降（Ｓｔｅｅｎｈｏｆ ＆ Ｌｉｅｆｂｒｏｅｒ，２００８），
因为个体生命早期形成的生育意愿受原生家庭影响较大，但随后会被生命过程
中的重要事件所改变（Ｕｄｒｙ，１９８３）。如有学者分别测量了父母生育率对子女
１８岁和２３岁时家庭规模偏好的影响，其中同胞数量每增加１个，１８岁时子女
的理想子女数增加０ ３６个，而到２３岁时仅增加０ １５个（Ａｘｉｎ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孩子年龄越大就越可能在身体和精神上独立于父母，尤其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
之后（Ａａｓ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不仅如此，无论是面对生育意愿的社会建构，还是置身于生育意愿的家庭
场域，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都具有更加独立和自主的理性决策能力。
教育水平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
影响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表明，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子女数量更少（Ｒｎｓｅｎ，２００４）。一项基于１２４ 个国家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率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于淼、丁孟宇，２０１５），教育通过收入－成本、文化－认知两
条路径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负向作用（刘章生等，２０１８），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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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周晓蒙，２０１８），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其生
育意愿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何秀玲、林丽梅，２０２１），而且女性受教育水
平会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增强个人事业发展偏好和推迟初婚年龄进而抑制生育
意愿（王一帆、罗淳，２０２１）。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造成的双向时间紧张，意味
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来处理这种平衡，因此，受过
良好教育的女性会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Ｌａｎ，２０２１）。
但也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Ｔｅｓ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拥
有更多经济、家庭或社会资源的女性更有可能想要第二个孩子（Ｂａｏ，２０１７），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因而她们认为自
己可以克服育儿成本（Ｔａｎｓｋａｎｅｎ ＆ Ｒｏｔｋｉｒｃｈ，２０１４）。而对挪威、奥地利、意大
利和保加利亚的一项实证研究也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同龄人更有可能选择生育数量更多的孩子（Ｔｅｓｔａ，２０１６）。既有研究存在较大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而对于那些拥有完善社会福利体制和政策支持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协助女
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当然，样本的不同或者潜在控制变量的选择差异，
也是导致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但是在中国，家庭支持政策仍处于起步阶段，
普遍的双薪家庭导致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会更多地面临家庭和职场角色之间的
冲突，教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地挖掘。

总之，关于父代生育率对年轻群体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着两
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对年轻子女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程
度在增加。因为在普遍共享规范缺位的情况下，个体不得不依赖于其个人网络。
因此在现代个体主义社会中，父母的价值观和家庭规范可能比过去更有影响力，
结果可能会增加代际传递（Ｓｔｅｅｎｈｏｆ ＆ Ｌｉｅｆｂｒｏｅｒ，２００８）。另一种观点认为，父
代生育率和子代生育意愿及行为之间的联系在年轻群体中较弱。因为在过去几
十年里，个体成就越来越重要，而且由于现代化和个性化的发展，个体自主权
增加，父母对子女生活决定的影响力不断下降（Ｈｅｉ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基于上
述文献回顾，我们进一步建立了本文的分析逻辑，即从生育意愿代际传递的家
庭场域与社会构建的视角出发，探讨代际传递与个体教育水平对青年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的影响过程，并进一步解读年轻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变化的政策意涵。

三、数据、样本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
ＣＳＳ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一项双年度长期连续性的纵贯调查，在全国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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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４９个市（县、区）的５９６个村（居）采用ＰＰＳ概率
抽样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为１８ － ６９周岁的住户人口，调查内容涵盖家庭、劳动
就业、社会价值观、政治参与和志愿服务等多个方面。其中，２０１９年共访问了
１１０００余个城乡家庭，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２８３份。基于本研究的目标，我们将样本
限定为生于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之间，年龄分布于２０ － ３４岁的年轻人。在删除缺失
值样本后，共提取满足条件的样本１９５８人。我们认为这一年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更能代表当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状况。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父母的生育率，用样本的同
胞数量即兄弟姐妹数作为代理变量。ＣＳＳ （２０１９）通过询问“除您以外，您还
有几个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姐妹？”来反映，处理为连续变量。样本的兄弟姐妹数
平均１ ２２个，其中分别为０个、１个、２个和３个及以上的比例为２８ ０８％、
４１ ５６％、１８ ４８％和１１ ８８％。本文的因变量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具体用题
项“您认为一个家庭通常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来测量，选项分别从０个到１０
个不等，处理为连续变量。样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１ ９３个，标准差为０ ５９
个，其中理想子女数分别为０ 个、１ 个、２ 个和３ 个及以上的样本比例为
１ ６９％、１２ ８２％、７８ ５５％和６ ９４％。可见，两个子女是大多数样本的理想生
育规模，这与陈建新和王莉君（２０２１）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具
体看群体差异，男性样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１ ９５个）略高于女性（１ ９１
个），农村样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１ ９７个）高于城镇（１ ８３个）；分年龄组
看，３０ － ３４岁年龄组平均理想子女数略高（１ ９４个），其次分别为２０ － ２４岁年
龄组（１ ９２个）和２５ － ２９岁年龄组（１ ９２个）。

表１　 样本的人口社会学特征（Ｎ ＝ １９５８）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变量 均值／百分比

理想子女数 １ ９３ （０ ５９） 婚姻状况（％）
同胞数量 １ ２３ （１ １８） 　 不在婚 ４１ ８３

年龄组（％） 　 在婚 ５８ １７

　 ２０ － ２４岁 ３０ ２３ 户籍（％）
　 ２５ － ２９岁 ３１ １５ 　 城镇 ３１ １０

　 ３０ － ３４岁 ３８ ６２ 　 农村 ６８ ９０

性别（％） 个人收入（对数） ８ ２７ （４ １４）
女性 ６０ ３７ 教育程度 ５ ４５ （２ ２６）
男性 ３９ ６３

注：表格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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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既有研究，本研究将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主要社会和人口统计学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尹勤等，２００５；李荣彬，２０１７），具体包括：（１）年龄。样
本平均年龄２７ ３９ 岁，其中２０ － ２４ 岁、２５ － ２９ 岁、３０ － ３４ 岁分别占比
３０ ２３％、３１ １５％和３８ ６２％。（２）性别。样本的男女比例分别为３９ ６３％和
６０ ３７％。（３）婚姻状况。在婚状态和不在婚状态的样本分别占比５８ １７％和
４１ ８３％。 （４）户籍状况。样本６８ ９０％为农村户籍，３１ １０％为城镇户籍。
（５）个人收入。生育意愿与个体经济状况具有密切关系（潘云华、陈勃，２０１１），
样本的平均年收入为９８０４７ ０７元。本研究对收入取对数纳入分析。（６）教育程
度。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理想子女数越低（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样本的受教
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６ １３％、４５ ５１％和
４８ ３６％。为便于后续作用机制的分析，本文将教育程度处理为连续变量。

我们将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同胞数量（父母生育率）作
为自变量，样本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个人收入对数、教育程度作
为控制变量。由于理想子女数为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
模型）来考察父母生育率与年轻人生育意愿之间的逻辑关联。异方差检验显示
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ＶＩＦ值均小于１０，模型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教育水平是现代化进程在个体层面的重要体现。基于文献回顾，一个人的
受教育程度对其生育意愿可能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在重点考察家庭
场域中生育文化代际传递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社会经济因素（教育程度）
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教育水平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两个逻辑链条，分别为
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种效应进行检验，
以厘清教育水平在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

四、父代生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父代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２显示了父辈生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的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

型１仅纳入自变量与因变量，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纳入样本的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户籍、个人收入对数变量，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个
体教育程度变量，模型４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加入了同胞数量与教育程度的交互
项。结果表明，父母的生育率与子代的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且在４个统计模
型中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兄弟姐妹越多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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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子女数越多，且同胞数量每增加１个，理想子女数增加０ ０８６个。但是，
回归系数已经显示出父母的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式微。从社会化理论
角度看，较近期出生的人群中父代生育率的代际传递程度较弱，其原因可能是
传统规范教导孩子注重纪律和习俗，而如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则更注重鼓
励孩子追求自己的生活（Ａｒｎｅｔｔ，２０００），进而削弱了原生家庭中父母的生育观
念和子女偏好对年轻人的传递作用。此外，年轻人也会基于一般性的社会规范
来形塑个人的生育意愿，而我国实施了３０余年的限制性生育政策，也减弱了父
母与子代之间在生育意愿方面的正向传递作用。

根据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子代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且在不同
模型中都保持了稳定性，即相比于女性，男性的理想子女数明显更多。从教育
程度来看，教育程度与理想子女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王一帆和罗淳
（２０２１）的研究结论一致。从样本的经济特征来看，个人收入与理想子女数显著
负相关，这可能源于收入提高使得个体更加关注自身生活质量，进而对孩子的
质量偏好增强而数量偏好削弱，养育子女的成本上涨而预期效用下降，从而导
致对子女的需求下降（潘云华、陈勃，２０１１）。但是，城乡差异仅在模型２中显
著，即相比于城镇户籍，同胞数量可以显著增强农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模
型４来看，在模型中纳入同胞数量与教育程度的交互项后，交互项回归系数并
不显著，说明教育程度在同胞数量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调节效应未得到证实。

表２　 父代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的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同胞数量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６）
年龄（０ ＝ ２０ － ２４岁）
　 ２５ － ２９岁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３０ － ３４岁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性别（０ ＝女）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婚姻状况（０ ＝不在婚）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２）
户籍（０ ＝城镇）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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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个人收入（对数）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教育程度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同胞数量教育程度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常数项 １ ８１１ １ ７９７ １ ９２０ １ ９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９）
观测值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
本研究选择更换变量类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将理想子女数再次

处理为分类变量，即理想子女数为０个、１个、２个分别赋值为０、１、２，理想
子女数为３个及以上赋值为３，分别运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有序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从表３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父代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模型中保持了稳定性，再次验证了上述一般线性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表３　 稳健性检验
有序Ｐｒｏｂｉｔ 有序Ｌｏｇｉｔ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同胞数量 ０ ２０７ ０ １９８ ０ ４０９ ０ ３９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截距项１ － １ ９２２ － ２ １０７ － ３ ６５６ － ４ １５６

（０ ０７４） （０ １７８） （０ １８２） （０ ３６８）
截距项２ － ０ ８３２ － １ ００８ － １ ３４２ － １ ８３３

（０ ０４４） （０ １５８） （０ ０８０） （０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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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Ｐｒｏｂｉｔ 有序Ｌｏｇｉｔ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截距项３ １ ７８１ １ ６３４ ３ ２０９ ２ ７７６

（０ ０６０） （０ １５９） （０ １２６） （０ ３０９）
观测值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生育意愿与个人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具有较大联系，为了进一步探
讨父辈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影响的内部差异，本研究基于年龄、性别和城乡
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见表４、表５）。

表４的结果显示，同胞数量对不同年龄组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均具
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但影响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削弱。与前述文献综述
的结论基本一致。个体早期生育意愿的形成更可能受到原生家庭规模的影响，
子女既可能通过原生家庭的学习机制自主形成与父母相近的生育观念，也可能
由于父母生育态度的持续表达而被动内化父母的生育偏好。然而，这一时期个
体的生育意愿并不稳定，而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更加深入地融入复杂且真
实的社会生活得以改变。年轻人就业、组建家庭以及拥有第一个孩子，甚至因
婚姻失败和单独抚育子女等生命历程中生活事件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阅历
的累积，会进一步塑造子女较为独立的生育价值观，因而受原生家庭生育规范
的影响程度就会越来越弱。

表４　 年龄差异下父代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变量 ２０ － ２４岁 ２５ － ２９岁 ３０ － ３４岁
同胞数量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 ７８７ １ ９３７ １ ９４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７）
观测值 ５９２ ６１０ ７５６

　 Ｒ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０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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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的结果显示，在性别差异方面，同胞数量对不同性别的个体理想子女数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究其原因，同
胞数量越多的男性，在兄弟姐妹众多的环境中成长，体验过较多兄弟姐妹带来
的陪伴、支持等心理福利，更倾向于延续这种家庭模式。但对于年轻女性而言，
由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较高，生育需要承担更多的身体、经济和时间成本等，
因而削弱了兄弟姐妹较多的成长环境可能对其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同时，由
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家庭规范的影响，在多数家庭中
女性往往承担着更重的家庭照料和儿童抚育责任，这也进一步导致女性面临着
相较于男性更为严峻的亲职身份和职场角色的冲突。在城乡差异上，同胞数量
对城乡年轻人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比城镇年轻人，同胞数量
对农村年轻人的影响程度更大。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于农村年轻人，城镇年轻人
面临着住房、生活消费等更大的经济压力，生育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也更高。

表５　 性别和城乡差异下父代生育率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变量
分性别 分户籍

女性 男性 城镇 农村
同胞数量 ０ ０６３ ０ １３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 ９５３ ２ ０２８ １ ９３２ １ ９８７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２） （０ １３５） （０ ０８１）
观测值 １１８２ ７７６ ６０９ １３４９

　 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６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三）机制分析：受教育水平的中介效应
我们分别对受教育水平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受教育水平在父代生育率和子代生育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成立（见表
２）。因而，研究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见表６）。由于逐
步回归系数法可能存在抑制或遮掩效应，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整体关系，
因此研究再进一步运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展开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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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教育程度 因变量：理想子女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同胞数量 － ０ ３２３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教育程度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８ １４６ １ ８０４ １ ９２９

（０ １３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２）
观测值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Ｒ２ ０ ３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根据表６中模型１和模型２的结果可知，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影响
显著。模型３在同时纳入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后，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
可以认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运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抽
样次数为５００次，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０ ０５９１，０ １１３８］，不包
括０，可以进一步证明教育程度在同胞数量与理想子女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从具体结果看，模型１中的自变量同胞数量与作为中介变量的教育程度呈显著
负相关，表明同胞数量多会降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反之，即个体同胞数量越
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论与张月云和谢宇（２０１５）的研究
发现一致，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数与其受教育成就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模型３
中，控制了自变量的影响之后，中介变量（教育程度）对因变量（理想子女
数）的影响依旧显著，表明由同胞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会进一步
降低个体的生育意愿，教育程度在父代生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渠道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家庭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同胞数量更少的家庭，
资源更为集中，子女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概率更大。而更高的教育水平往往意
味着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更加多元开放价值观念的形成，因此个体对少
育、甚至不育的接受程度也更高，进而可能降低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待。另一
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生育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往往也更高，
因而可能更倾向于拥有数量更少的子女。可见，在家庭生育文化对个体生育意
愿的影响结果中，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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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讨论：生育意愿主要影响因素转向的政策意涵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父代生育率对年轻人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正向影
响已成微弱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稀释了父代生育率与子代生育意愿
之间的联系。这与一些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如Ｂｅａｕｊｏｕａｎ和Ｓｏｌａｚ （２０１９）基于
法国１９２２—１９６６年出生队列的实证分析，验证了０ １２ － ０ １５的父代生育率与
子代生育率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性，且无论是否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各出生队
列（１９２２—１９６６年出生队列）都观察到代际传递程度的弱化，表明原生家庭规
模对生育行为的选择已逐渐失去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在家庭场域对年轻人生育
意愿的作用力大为减弱的情况下，支持生育的社会建构可能是提升年轻人生育
意愿和生育水平的主要途径。

三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破除计划生育时代的社会建构，启动
了新生育文化的社会建构。这场社会建构能否扭转目前的超低生育意愿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丰度和力度。目前已出台的措施主要涉及
两个方面：一是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更为慷慨的时间支持，涵盖延长产假、陪
产假，设立育儿假，等等；二是有些地方加大了发放津贴和生育补贴的力度。
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缓解和减轻家庭的生育与养育责任，也能够助推整个社会
性别友好文化的构建。但是，政策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两个现实：其一，家庭场
域的生育意愿代际传递效应的弱化；其二，社会建构对年轻人生育意愿具有越
来越强的影响力。而且，单一延长产假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母职角色，在女性
受教育程度增加、劳动参与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产假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比较有
限。因为产假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引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积累，形成相
应的母职惩罚，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因此，生育支持政策应该在以
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第一，在经济支持政策方面，应该从生育的现金补贴
拓展到就业支持和保障收入的稳定性，尤其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经济支持
更应该考虑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第二，在时间支持政策上，应从产假和父
母假拓展到鼓励父亲分担抚幼责任，为双薪家庭尤其是女性提供更具弹性的工
作制度安排；第三，在育儿－工作平衡政策上，进一步丰富包括托育服务、工
作场所的母亲哺乳时间和空间安排、喘息服务、接送服务等在内的多样化和高
质量公共服务产品。此外，目前生育支持政策主要指向积极的生育文化，这是
对以往限制性生育政策的颠覆，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大众接受新生育文化的社会
构建。而且，政策设计者应注意缓解因生育与养育压力导致年轻人形成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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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这种群体焦虑极易营造出一种负面的生育文化氛围。
本文存在不足之处，由于生育意愿的变化存在一些复杂且不可观测的影响

因素，进而会导致模型Ｒ平方值较小（伍德里奇，２０１５）。但是，由于Ｒ平方
值只影响模型的精确度，而不影响正确性（周治富、郭梅亮，２０１１），故模型的
研究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贡献则是探讨了年轻人生育意愿影响
因素的转向，并进一步明确了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方向及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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